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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动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程占红１，王　 峥２，∗，牛莉芹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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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旅游业绿色发展是新时代响应“双碳”目标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的应有之义。 采用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与多时空尺度分

析方法，定量考察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沿线城市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与动态演进特征，并借助面板分位数回

归模型揭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与各驱动因素的动态响应。 结果表明：①随着时间推移，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表现出

曲折式动态变化轨迹，且地区间的非均衡性一直存在，但总体上，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差异存在动态收敛趋势；空间上效率中等

区逐渐占据主流，且呈现出“黄河上游⁃中下游”的递变分异格局。 ②时空动态特征方面，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局部空间

结构与依赖关系网络相对稳定，但在迁移方向上协同与竞争并存；在时空跃迁过程中，多数市域单元表现出较强的转移惰性或

时空惯性，表明其空间状态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 ③从影响因素来看，旅游经济规模、对外开放、城镇化水平对旅游业绿色发展

效率低分位地区的影响较大，产业结构、交通便捷程度以及科学技术等因素的优化对高分位地区效率等级提升的正向边际效应

较大。 研究结果可为优化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格局以及促进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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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ｐａｎｅｌ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作为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绿色发展正逐渐成为全人类发展的共识［１］。 旅游业

因其“覆盖面广”、“联动性强”等特点，具有绿色转型的巨大潜力，并能带动众多关联产业协同共治，已成为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与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领域［２］。 然而，研究证明，旅游业并非“绿色”和无污染的，其
在促进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当地就业的同时，也因粗放式、超速化与过度商业化加剧了对资源与环

境的损耗与破坏［３］，与其相关的污染排放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４］。 在此背景下，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新时期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遵循，强调旅游经济须由高

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 因此，重新审视旅游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系统探究旅游业绿色

发展效率的动态演进规律与驱动因素的异质性，对于促进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提高绿色旅游行动的科学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前，有关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①概念诠释。 旅游业绿色发展是以绿色发

展理念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质量提升为发展核心，以旅游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条件，通过合

理配置资源，适度开发旅游产品，创新绿色旅游技术等途径，最终实现旅游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共进

的新型发展模式［５］。 而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则是从“绩效”的角度对旅游业绿色发展质量进行评价，有利于

客观体现旅游经济发展的健康程度与真实水平。 具体来说，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非单一要素生产率，而是

考虑了绿色化要素后的复合作用效率［６］。 微观上，它反映了旅游业各类要素（如旅游资源、人力、资本等）投
入与期望产出、环境成本的内在联系；宏观上，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通过各类要素的合理组合，进而促进要素

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和低消耗，助推旅游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效益的实现［７］。 旅游业的绿色发展效率与旅

游生态效率一脉相承，但后者更侧重旅游经济与环境、资源之间的比例关系［８］，或从多要素角度衡量资源环

境约束下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质量［９］。 而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综合反映了旅游社会⁃经济⁃环境三维系统的协

调发展情况，是考虑了技术投入、资源环境消耗、以及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的综合旅游发展效率［７］，因此，后
者在概念和基本思想上是前者的进一步延伸。 ②研究内容、尺度与方法选择。 学者们一方面运用 ＳＢＭ⁃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７］、修正三阶段 ＤＥＡ［６］、ＥＢＭ［１０］、ＣＣＲ［１１］ 等多种模型，对国家、区域（如长江经济带、环渤海等地

区）、省域等不同空间尺度的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估。 另一方面，通过非参数核密度估计［１２］、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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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椭圆［１３］、马尔科夫链［１４］等研究方法，分析了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重心迁移轨迹、区域差异以及时序转

移特征等。 ③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 学者们主要借助固定效应模型［１５］、Ｔｏｂｉｔ 模型［１６］、空间计量模型［１７］以及

地理探测器［１３］等方法，综合探讨了不同视角下社会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绿色发展相关效率的影响。 学界主要

观点认为旅游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所带来的资金、技术支撑与产业环境支持，共同促

进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６，１８］；政府环境规制引发的约束与引导效应同样对旅游业绿色发展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１９］。 此外，区域旅游交通可达性、教育水平、城镇发展速度与质量、国际贸易程度、市场化水平也被证实

是旅游业绿色发展的主要促增 ／抑制因素［１２，２０—２２］。
总体而言，以往研究成果为后续拓宽研究视角、深化研究内容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亟待

深入思考的问题：①在考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演化情况时，以往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数理统计、马尔科夫

链或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来测度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类型转移与关联格局的截面特征，忽视

了研究单元在旅游产业动态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路径依赖与“竞合”态势，难以深刻揭示旅游业绿色发展

效率局部空间格局的地缘动态。 ②在对驱动因素的揭示上，以往研究多基于传统的回归模型简单揭示旅游业

绿色发展效率与驱动因素的线性关系，忽视了不同效率水平下变量弹性系数的动态变化特征。 中国城市数量

庞大，且不同城市的旅游经济规模、要素禀赋结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都存有一定差异，若仍

沿用传统研究方法，可能会忽略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区域差异，难以因地制宜地指导决策实践。
③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区域、省域等较大尺度范围，缺乏对特定流域内城市旅游业绿色发展问题的精准识

别，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多尺度、多层级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对比与认知。 基于此，本文以黄河流域沿线城市

为案例地，在分析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变化的基础上，通过多时空尺度分析方法更为精细地刻画旅游业绿

色发展效率的局部空间结构与动态变迁规律，并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不

同条件分布与其关键影响因素的动态响应关系，以期能够增进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质量及其基本特征的宏观认

知，揭示多要素作用下旅游业绿色转型的差异化驱动机理，并为区域绿色旅游行动的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方法

１．１．１　 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

由于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不仅可以考虑变量松弛与生产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还能够解决有效决策单元的

排序问题，已成为绿色发展效率研究领域的主流评价方法。 鉴于该方法已相对成熟，具体公式可参考 Ｔｏｎｅ［２３］

的研究。 在测算指标方面，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与前人研究成果，选取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等要素投入。
具体地，选取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包括旅游及其关联服务产业从业人员总数）和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来表征旅

游人力与资本投入［１８，２４］；选取旅游专利授权数代表技术投入［２５］；选取旅游资源禀赋代表旅游资源与服务要

素投入，并以 ３Ａ 及以上景区、星级酒店及旅行社的数量来衡量［２６］。 在产出指标方面，选取游客总人数与旅游

总收入来表征旅游活动最直接的“好”产出［２７］；在当前“碳中和”的背景下，非期望产出选择旅游业发展过程

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７］，但囿于市域数据所限，故以旅游业的主要碳源———旅游交通运输碳排放作为

“坏”产出［２８］。
１．１．２　 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ＥＳＴＤＡ）

本文主要引入 ＥＳＴＤＡ 中的（ＬＩＳＡ）时间路径、时空跃迁等方法来系统分析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

的时空结构特征与动态变迁模式［２９］。 其中，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是通过对 ＬＩＳＡ 坐标在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中的成对迁移

分析，揭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在局部空间的动态轨迹，具体包括相对长度与弯曲度两方面指标。 ＬＩＳＡ 时空

跃迁法的应用能够进一步考察邻域间局部空间关联类型的转移状态和动态路径，具体包括四种类型：Ⅰ类

（仅自身跃迁）、Ⅱ类（仅领域跃迁）、Ⅲ类（自身与邻域均跃迁）、Ⅳ类（自身与邻域都保持稳定）。
１．１．３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从数据样本本身出发研究数据分布特征的方法，本质上是非参数估计方法［３０］。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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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该方法揭示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差异及其演变特征。
１．１．４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更精确的描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对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有
助于对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异质性演化机理的解析与判别。 具体公式如下［３１］：

Ｑｙｕ τ ∣ Ｘ ｉｔ( ) ＝ａｉ＋Ｘ ｉｔ
Ｔβ（τ）， （ ｉ＝ １，２，…，ｎ； ｔ＝ １，２，…，Ｔ） （１）

式中，Ｑｙｕ为条件分位函数；τ 为所取分位数；ｉ 表示不同个体；ｔ 为样本时期；ａｉ 表截距项；Ｘ ｉｔ是解释变量集合；β
（τ）是各分位点对应的系数向量。

β^ ＝ ａｒｇｍｉｎα，β∑
ｑ

ｋ ＝ １
∑

Ｔ

ｔ ＝ １
∑

ｎ

ｉ ＝ １
Ｗｋρτ ｙｉｔ － ｘＴ

ｉｔβ（τｋ） － αｉ( ) （２）

式中，β^ 是待估参数；ｑ 为分位数组数量；ｋ 为第 ｋ 组分位数；Ｗｋ 为第 ｋ 分位数权重系数；ρτ 为损失函数；β（τｋ）
为第 ｋ 分位数的影响系数。

作为高度关联的综合性产业，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不仅受自身属性的影响，还与所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密切相关。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与数据的可获性［６—７，１１］，选取以下 ７ 个因子作为影响变量（表 １）。 ①旅

游经济规模。 旅游业经济规模的扩大，能为旅游领域的人才引进、低碳技术研发等提供支持，助推旅游经济发

展模式的转变。 采用人均旅游收入来具体表征［３２］。 ②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能够促进生产要素

与清洁能源向第三产业流动，助推旅游关联服务行业要素配置与低碳转型，进而作用于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
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作为代理变量［１２］。 ③科学技术水平。 科技创新是促进旅游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生

态化与高效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该变量采用地区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来衡量［３３］。 ④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进程

的加速，能够促进人口、设施、产业等在空间上的集聚，从而可为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人才、资金保障与设施支

撑［１３］。 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具体表征。 ⑤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意味着外国先进管理思想、模式

与技术的流入，有助于各类旅游生产要素的互联互通，加快旅游企业的建设和完善。 使用年末利用外资总额

来衡量［３４］。 ⑥交通便捷程度。 区域交通条件关系着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因而便利的交通设施和发达的

交通网络是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采用每平方米公路里程数作为代理变量［３５］。 ⑦环境规制。 适

当的环境规制可以倒逼旅游企业提升绿色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改善绿色技术应用，进而影响旅游业绿色发

展效率。 借鉴陈诗一等的研究［３６］，用各地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的词频占比来衡量。 此外，根据方差

膨胀因子（ＶＩＦ）诊断发现，各变量 ＶＩＦ 均低于 ５，且平均 ＶＩＦ 为 １．８２，因此多重共线性在可容忍的范围内，适合

建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表 １　 相关变量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类型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ｓ

变量名称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ａｍｅ

变量符号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ｙｍｂｏｌ

变量解释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单位
Ｕｎｉｔ

被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 ｔｇｄｅ 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 无

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旅游经济规模 ｔｅｓ 人均旅游接待收入 万元 ／ 人

产业结构 ｉｓ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

科学技术水平 ｓｔ 地区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城镇化水平 ｕｌ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对外开放水平 ｏｕｌ 年末实际利用外资 万美元

交通便捷程度 ｔｃ 公路里程数与城市面积比例 ｋｍ ／ ｋｍ２

环境规制 ｅｒ 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的词频占比 ％

　 　 ｔｇｄｅ：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ｅｓ：旅游经济规模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科学技术水平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ｕｌ：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ｏｕｌ：对外开放水平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ｔｃ：交通便捷程

度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ｅｒ：环境规制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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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黄河流域蕴含着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 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流域生态环境本底却十分

脆弱，旅游高速发展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将会在脆弱的黄河流域区加倍放大，因此针对该区域旅游业的绿

色转型发展研究愈加迫切。 基于《黄河流域综合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３０ 年）》 ［３７］，结合区域发展与黄河直接关联

性与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３８］，共筛选出 ７３ 个样本城市，但由于缺乏数据，青海、甘肃、内蒙古的部分自治州

（盟）暂未纳入分析范围，最终确定 ６０ 个样本城市作为本文案例地（图 １）。 研究时段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其中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为后续旅游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和方

向指导，因此本文研究起始期定为政策颁布后的第一年，即 ２０１０ 年；同时，由于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扩

散，旅游产业遭受到严重冲击，这可能会影响后续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客观评估，因此本文在实证考察时的

研究样本时段截止于 ２０２０ 年，以尽量排除外界环境干扰对本文实证结果所引致的估计偏差［３９］。 研究所需数

据主要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中经网产业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

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以及各地市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 部分数据缺失，通过各市文化与旅游

局、统计局等官方网站数据和插值法进行调整和补充。 此外，借鉴已有研究，通过旅游收入折算法获得旅游专

利授权数［２５］，采用“自下而上”法测算得到旅游交通运输碳排放量［２８］。 最后，将有关经济数据统一进行不变

价处理。

图 １　 研究区域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

２．１．１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演化的时序特征

由图 ２ 可知，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总体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为分水岭，旅
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可以明显分为三个阶段。 其中，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间，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处于“Ｕ”型波谷阶

段，且在跨过谷底后持续上升；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Ｖ”型走势，并于 ２０１９ 年达到峰

值；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停滞甚至回落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扩

散，导致旅游产业遭受重创［４０—４１］。 由此可见，在排除外界环境强干扰的情况下，黄河流域旅游业的整体发展

仍处于“粗放外延—绿色集约”的过渡阶段，旅游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尚未实现完全脱钩。 为进一步揭

示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差异及演变特征，绘制了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９ 年及 ２０２０ 年的核密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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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雷达图

　 Ｆｉｇ．２　 Ｒａｄａｒ ｐｌｏ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图 ３）。 可以看出，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核密度曲线位置

先向右移后小幅左移，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旅游业绿

色发展效率水平经历“上升⁃回落”的变化过程，这与前

述的时间趋势分析相印证。 曲线形态由“大小峰”向

“双峰”形态转变，双峰之间的距离不断减小，峰宽逐渐

变窄，峰波逐渐聚拢，这些都意味着流域内旅游业绿色

发展效率差异存在动态收敛趋势，且不同波峰内部出现

了小范围集聚现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主峰与侧峰之间

的高度差距较大，表明地区间的非均衡性仍然存在，且
以低效率地区居多。 总体而言，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前，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趋向良好的增长势

头，但整体发展效率仍处于中等水平，区域旅游业低耗

高效的绿色转型任重道远。
２．１．２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

为了更直观分析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

空间演化情况，借鉴以往研究［７］，以 ０．３３、０．６６、１ 为临

界值将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划分为低效率、中等效率、

图 ３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核密度曲线

　 Ｆｉｇ．３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效率良好、高效率四种类型区，并依托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进行

可视化分析（图 ４）。 从不同效率类型区演化来看，２０１０
年，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主要以低效率区为

主，占比 ５３．３３％，效率中等区次之，效率良好区并未出

现。 ２０１４ 年，效率中等区数量增加了 ９ 处，并集中分布

在黄河下游与中游地区；青岛、榆林、乌兰察布等成为效

率良好区，但并未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态势。 ２０１９
年，中等效率区仍占据主流，且在不同流域区段、不同省

份均有分布；效率良好与高效率区数量进一步增加至

２４ 处，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份；低效率区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８ 处减少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６ 处，说明该时段旅游

业绿色发展效率等级整体提升。 ２０２０ 年，流域旅游业

绿色发展效率仍以效率中等区为主。
具体来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得益于《关于加快发展

旅游业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旅游行业节能减排工

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利好，旅游业成为后经济危机时代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之一，同时也确立了发展

节能环保型旅游业的重要目标，这些为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但囿于不

同地区对旅游业环境效应的认知偏差，流域内部区段差异显现，逐步呈现出“上游⁃中下游”的递变分异格局。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黄河下游多数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科技水平高，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在旅游经

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绿色旅游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游的多数地区虽区位优势欠佳，但受益于毗邻

下游地区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或涓滴效应，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也快速提升；上游地区受制于距离衰减规律的

作用，旅游客源市场有限，再加上经济资本、基础设施、技术支撑、发展理念等方面的相对滞后，导致旅游业绿

色转型进展较慢，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黄河上游与中下游地区的空间差距有所缓和，区
域旅游业绿色发展质量明显改善。 一方面，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理念的地位空前提高，绿色发展成为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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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０

各行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

划》也对旅游业转变发展方式、提质增效、注重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此外，随着黄河三角洲

生态旅游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太行山生态文化旅游区、秦岭绿色休闲度假

体验区、青海旅游循环经济示范区以及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低碳旅游示范区等不断建设，流域各区段的旅游

业绿色发展质量不断趋好。 到 ２０２０ 年，由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质量出现不同

程度地下降，这与 Ｚｈａｎｇ 等的研究结果类似［１０］，他们发现海南旅游业综合发展效率在受到疫情影响后也陷入

停滞。 综上，在整个研究期内，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表现出曲折式动态变化轨迹，符合事物波浪式前

进、螺旋式上升的演进规律。
２．２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动态演进特征

２．２．１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的几何特征分析

根据公式（２）和（３），计算得到各市域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的相对长度和弯曲度，以进一步探索时空视角下黄

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局部空间结构与依赖关系的动态性。 从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相对长度来看（图 ５），小
于均值 １ 的城市共有 ３４ 个，占比 ５６．６６％，说明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局部空间结构相对稳定。 在空间

分布上，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长度大于均值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上游的内蒙古北部、陕西北部及宁夏省内，较
小的地区多分布于黄河下游的河南东部与山东省内，整体呈现出”西北⁃东南”的递减趋势，说明黄河下游整体

的空间结构较中上游地区更为稳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黄河上游甘南地区的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长度都较小，究其

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区位相邻，且旅游业绿色发展质量普遍不高，因而构成相对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
从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的弯曲度来看，随时间的演变，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逐步形成了空间依赖关系网

络。 其中，弯曲度在第四档次（１３．４１９—３４．３８３）的城市集中在白银、武威、延安、运城等地，主要处于晋南、陇
西及陕西省内，表明这些地区受其领域的溢出 ／极化效应的影响较大，其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在局部空间依赖

方向上具有强波动性特征；晋城、东营、鹤壁、潍坊等地的弯曲度均在第一档次（２．２６１—４．０７９，说明这些地区

及其邻域城市的空间变迁过程与依赖关系网络都相对稳定。 整体来看，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局部

空间结构与依赖关系格局都比较稳定，其中黄河下游的局部空间结构较中上游地区更为稳定，在空间依赖波

动上主要呈现以流域中西部为高值区域向四周递减的分布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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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空间特征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ＳＡ ｔｉｍｅ ｐａｔｈ

ＬＩＳＡ：局部空间自相关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此外，通过比较各单元 ＬＩＳＡ 坐标点的位置变动情况，可以计算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ＬＩＳＡ 时间路径的迁移方

向，一般划分为 ４ 个类别［２４］。 其中，０°—９０°（赢⁃赢态势）、１８０°—２７０°（输⁃输态势）移动方向分别表示市域单

元与其邻域单元呈协同正向 ／负向增长，９０°—１８０°（输⁃赢态势）、２７０°—３６０°（赢⁃输态势）移动方向分别表示

市域单元及其邻域呈低高 ／高低的反向增长方向。
从迁移方向来看，整体上，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局部空间格局演变呈现出协同增长与空间竞争

并存的局面。 具体而言，２０１０ 年以来协同增长的城市共有 ３０ 个，占比 ５０％，这意味着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

展效率演化具有一定的动态整合性。 其中，处于赢⁃赢态势的城市有 １７ 个，多集中在济南、淄博、潍坊、西安、
宝鸡、天水、平凉等地，主要分布于陕西南、甘南以及山东省大部分区域；处于输⁃输态势的城市有 １３ 个，少于

正向协同增长的城市数量，说明研究区域正向空间整合性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流域内不同区段、不同省份之

间，以及各省份内部城市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竞争（即呈反向增长方向的变化趋势），这意味着长期以

来区域旅游业绿色发展的“空间界面”并未真正打破，这可能是受制于地理区位的限制或是“行政边界效应”
的约束，导致旅游业人才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难以实现跨区域有序流动，再加上城市间绿色旅游管理经验、
技术、旅游资源禀赋等多方面的差异，促使部分城市旅游同质化竞争加剧，区域旅游业绿色协同发展之路漫长

而艰巨。
２．２．２　 ＬＩＳＡ 时空跃迁分析

从时空跃迁矩阵可以看出（表 ２），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分布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与时空惯性，
且其空间状态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 具体而言，转移概率较大的跃迁类型均集中在主对角线上，即在研究期

内，局部空间未发生时空跃迁的单元数量最多，其空间凝聚度高达 ７９．１６％，表明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

率整体分布呈现空间锁定特征。 此外，从各跃迁类型的对比来看，类型Ⅳ中转移概率最稳定的是 ＬＬｔ（低低）
→ＬＬｔ ＋１（０．３２５），说明效率较低的市域单元具有较强的转移惰性，但在整个研究期内，跃迁至 ＬＬ 类型区的城

市比重有所减小，表明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低值集聚区有分散的趋势。 在类型 Ｉ 中，转移概率最大的是 ＬＨｔ

（低高）→ＨＨｔ＋１（高高）（０．０３０），反映出效率低值区向高等级转移的跃迁过程，说明除了城市旅游业自身发展

外，周边高效率的城市可以通过技术交流、要素流动、资源共享的涓滴效应，有效带动区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

率协同提升；ＨＬｔ（高低）→ＬＬｔ＋１（０．０１５）转移概率最小，说明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高值区向低等级转移的概率

很小，同时也反映出高效率地区受领域单元的溢出效应较小，自身因素对其局部空间关联结构的影响较大。
在类型Ⅱ中，ＬＬｔ→ＬＨｔ ＋１（０．０３８）转移概率最大，说明仍有部分城市在邻域单元效率快速提升时，自身效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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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缓慢，这与前述时间路径方向分析（输⁃赢态势）相印证。 在类型Ⅲ中，所有跃迁类型的转移概率均较小，说
明区域协同跃迁的城市数量并不多。 总的来看，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局部空间关联格局的演化过程

是由市域单元的路径依赖及其转移特性所决定的。

表 ２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跃迁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跃迁类型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ＨＨｔ ＋１ ＨＬｔ ＋１ ＬＨｔ ＋１ ＬＬｔ ＋１

ＨＨｔ Ⅳ （０．２８３） Ⅱ （０．０１８） Ⅰ （０．０２３） Ⅲ （０．０１０）
ＨＬｔ Ⅱ （０．０１３） Ⅳ （０．０５２） Ⅲ （０．０００） Ⅰ （０．０１５）
ＬＨｔ Ⅰ （０．０３０） Ⅲ （０．００２） Ⅳ （０．１３２） Ⅱ （０．０２８）
ＬＬｔ Ⅲ （０．０１０） Ⅰ （０．０２０） Ⅱ （０．０３８） Ⅳ （０．３２５）

　 　 ＨＨ：高高（类型）Ｈｉｇｈ⁃ｈｉｇｈ；ＨＬ：高低（类型） Ｈｉｇｈ⁃ｌｏｗ；ＬＬ：低低（类型） Ｌｏｗ⁃ｌｏｗ；ＬＨ：低高（类型） Ｌｏｗ⁃ｈｉｇｈ

２．３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由前述分析结果可知，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演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利用面板分位数

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不同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对各驱动因素的异质性响应情况。 表 ３ 和图 ６ 分别显示

了分位数估计结果与各变量弹性系数的可视化分布。 具体来看：

表 ３　 面板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ａｎｅｌ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分位数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１０ｔｈ ２５ｔｈ ５０ｔｈ ７５ｔｈ ９０ｔｈ
ＯＬＳ

ｌｎｔｅｓ ０．４４２∗∗∗ ０．２０７∗∗ ０．１２３∗∗∗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５ ０．１６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６） （０．１３６） （０．０６８）

ｌｎｉｓ －０．２３０ ０．１２４ ０．２８９∗∗∗ ０．３１１∗∗ ０．５８３∗∗∗ ０．３０５∗∗∗

（０．１５２） （０．１２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２） （０．０９１）

ｌｎｓｔ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ｌｎｏｕｌ ０．０４４０∗∗∗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ｌｎｕｌ ０．９０３∗∗∗ ０．８４４∗∗∗ ０．７２５∗∗∗ ０．６５０∗∗∗ ０．３７１ ０．８０８∗∗∗

（０．２３８） （０．２２３） （０．１７４） （０．１９７） （０．２３８） （０．１２１）

ｌｎｅｒ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１）

ｌｎｔｃ ０．４１６ ０．２７７ ０．３１９∗∗ ０．２９４∗∗ ０．３５９∗∗∗ ０．３６７∗∗

（０．３１１） （０．２６４） （０．１５８） （０．１４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６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８．１００∗∗∗ －７．２０７∗∗∗ －６．４８４∗∗∗ －６．０２３∗∗∗ －４．２４９∗∗∗ －６．４５４∗∗∗

（１．４８３） （１．４０２） （１．２０３） （１．１７２） （１．１５５） （０．８３２）

Ｎ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０．１０， Ｐ ＜ ０．０５， ∗∗∗Ｐ ＜ ０．０１； ＯＬＳ：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内的数值为转移概率

① 旅游经济规模（ｌｎｔｅｓ）。 由表 ３ 可知，旅游经济规模在各个分位点的系数均为正，整体表现出正向促进

作用，但仅在中低分位点处（１０ｔｈ—５０ｔｈ）通过了 ５％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与此同时，图 ６ 也显示出随着

分位点的不断升高，旅游经济规模的影响系数呈减小趋势，说明该变量对低效率地区的影响力大于中高效率

地区，因此扩大低值地区的旅游经济规模对于提升其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至关重要。 究其原因，一方面，低效

率地区旅游经济规模的扩大能够通过规模效应促进旅游各类要素快速积累，提高旅游资源利用率，从而推动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另一方面，中高效率地区旅游规模大幅扩张的同时也加剧了对资源环境的损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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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分布

Ｆｉｇ．６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图中灰色阴影部分为 ９０％水平的置信区间

破坏，说明单纯依赖扩大经济规模已无法满足旅游业绿色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的需要，因而这些地区应转而

寻求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多渠道提升之路。
② 产业结构（ｌｎｉｓ）。 除 １０ｔｈ分位点外，产业结构在其余分位点均对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保持正向促进作

用，但仅在中高分位点（５０ｔｈ—９０ｔｈ）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此外，从变量弹性系数的分布图来看，整体可以划分

为三个阶段，即“负正交替期”（１０ｔｈ—５０ｔｈ）、“保持平稳期”（５０ｔｈ—７５ｔｈ）以及“加速上升期”（７５ｔｈ—９０ｔｈ）。 由此

可见，产业结构弹性系数的变化趋势恰好与旅游经济规模因素相反，优化产业结构成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

较高地区提升其效率等级的重要方式。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高效率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可以加快生产

要素向第三产业的流动，进而有助于旅游及其关联服务行业之间的要素流动与资源重新配置，并通过结构优

化的能耗转移效应促进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有效提升。 而大多低效率地区可能处于由传统产业向新兴现代

服务产业的过渡阶段，“结构红利”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结构因素的 ＯＬＳ 估计系数

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但却未能显示其在 １０ｔｈ—２５ｔｈ低分位点的负正交替效应，说明均值

回归的结果有夸大产业结构正向影响的倾向。
③ 科学技术（ｌｎｓｔ）。 科学技术因素在所有分位点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且多数都已通过显著性检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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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科学技术对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驱动效应较强，这与刘雨靖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７］。 一方面， 地区

科技水平的提升，将通过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与推广来提升各类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而降低产业能耗与

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可以促进传统旅游业向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以“科技＋旅游”催
生多种旅游业新业态，能够更好地满足游客的多层次需求，助推旅游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此外，从各个分位

点的系数变化来看，科学技术对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大体呈现“Ｍ”型走势，但不同分位点的弹性系数

波动幅度不大，因而科学技术对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边际效应相对稳定。
④ 对外开放水平（ｌｎｏｕｌ）。 对外开放因素在大多分位点上均未通过 １０％的置信水平检验，说明对外开放

并未有效促进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整体提升。 事实上，囿于旅游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属性，黄河流域出入境旅

游发展的绿色技术属性普遍不高。 另外，外商投资多以高经济产出为导向，政府为吸引外资可能放松环境监

管，最终导致对外开放因素难以产生显著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开放水平在低位点处表现出正向效应，
这可能是由于低效率地区大多受资源约束或经济基础限制，对外开放程度普遍较低，提升空间较大，因此加大

对此类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降低旅游交易成本，扩大出入境旅游规模，从而通过规模溢出效应间接促

进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
⑤ 城镇化水平（ｌｎｕｌ）。 城镇化水平在大多分位点上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呙小明等的研究

发现类似［６］，他们也证明了城镇化水平对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作用。 具体而言，地区城镇化进程往往

伴随着产业集聚效应与规模效益，并通过社会分工、技术溢出、信息共享等多渠道降低资源消耗成本，优化旅

游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从而推动城镇化水平成为旅游业绿色发展的“加速器”，而非“拦
路虎”。 此外，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城镇化水平的正向驱动效应明显减弱，尤其到 ９０ｔｈ分位数上达到了最小值，
说明该变量对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低分位区的改善潜力大于高分位地区。 原因可能在于，大多高效率地区的

城镇基础服务设施相对完善，城镇化进程也进入相对稳定期，因此城镇化水平对此类地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

率等级提升的正向边际效应较小。
⑥ 在环境规制（ｌｎｅｒ）。 除 ７５ｔｈ分位点外，环境规制的其余分位数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但却未能通过显著

性检验。 另外，变量 ＯＬＳ 的估计结果同样不显著，这与王凯等的研究结果一致［３０］。 事实上，在黄河流域旅游

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流域整体的环境规制水平却未明显提升，年均增速在 １％以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地区

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不足。 另一方面，黄河流域是以能源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政府环境规制的重

点主要集中在传统工业、建筑、电力等高耗能产业，而直接面向旅游行业的规制手段明显不足，且更多停留在

政策条款上，尚未有效落实并形成约束，因而环境规制在现阶段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进程中未能充分发

挥促进效应。
⑦ 交通便捷程度（ｌｎｔｃ）。 一般来说，交通运输对旅游业的绿色发展存在正向与负向两种影响。 一方面，

交通条件的改善能够增强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弱化区域市场分割，提高地区间贸易旅游等联系强度，促进

旅游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另一方面，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同时，可能会忽视生态环境污染，导致区

域内以交通为基础的产业（如旅游业）的碳排放大幅增加。 结合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交通便捷程度对旅游

业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正向促进效应，其中在 １０ｔｈ—２５ｔｈ分位数上该变量未通过置信水平检验，在 ５０ｔｈ—９０ｔｈ

分位数上交通便捷程度的促进效应显著。 此外，交通便捷程度弹性系数的变化也呈现出“Ｗ”型的演化趋势。
上述结果表明，交通便捷程度是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较高地区的主要促增因素，因交通条件改善所产生的积

极影响（如要素流通成本降低、旅游客源增加、旅游资源利用优化等）可能超过了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
而对于低效率地区而言，交通便捷程度的显著促进效应还未凸显，这也再次印证了面板分位数回归相对于均

值估计的优越性。
总体而言，各因素非均衡性的作用效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导致了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格

局演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从各因素整体的驱动效果来看，科学技术驱动力和城镇化驱动力对大多数地区的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均具有较好的改善效果，成为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优化的重要力量；对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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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绿色发展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经济驱动力、科技驱动力、城镇化驱动力、对外开放驱动力都可以起到一定

的促增效果；对于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高值区，比较依赖科技驱动力、交通驱动力和产业驱动力等。 整体上，
基本形成“以科技驱动力、城镇化驱动力为主导，经济驱动力、产业驱动力、交通驱动力为辅助，对外开放驱动

力、环境规制驱动力有待加强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政府直接面向旅游业的环境规制手段有所不足，
导致环境规制驱动力的作用效果始终不显著，今后应予以重点关注，多措并举促进环境规制约束效应的充分

释放。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当前，在“双碳”目标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区域旅游产业正处于经济换

挡、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重要阶段。 因此，着眼于旅游经济增长、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深层次矛

盾，系统考察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动态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推动区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是破解新时

期旅游产业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４］。 首先，本文从特定流域内的城市尺度层

面拓展了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 以往研究对全国、不同区域的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测度评价，如
梁慧超等［１１］和邵海琴等［１４］分别以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为研究对象，并运用 ＣＣＲ、ＢＣＣ、
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等方法进行测算，结果发现这些区域的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均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这
与本文的研究结论类似。 由于本文将研究时段延伸至受疫情影响的 ２０２０ 年，因此发现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

发展效率经历了震荡上升⁃停滞回落的变化过程。 既有研究中，仅有少数学者对城市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进

行了综合评估［４２］，且缺乏典型区域的实证考察。 一方面，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与旅游生态经济走

廊，黄河流域旅游业的绿色发展问题值得关注［４３］，理应成为重要视角；另一方面，城市不仅是旅游各类要素流

动与汇集的区域，亦是产生旅游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地［２７］，因此通过将研究尺度缩小至城市层面，有助于更

加精细地刻画资源环境约束下旅游业绿色发展的真实绩效水平。 因此，本文将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拓展

至黄河流域沿线城市层面，是对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细化。 其次，将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技术应用到黄

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中。 在测算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基础上，以往研究还借助多类经济地理

统计方法探索其时空演化规律。 如曹开军等［４２］和 Ｌｉｕ 等［４４］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马尔

科夫链等方法，考察了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空间集聚 ／扩散趋势以及时序转移特征等。 他们的研

究结论也存在共同之处，即全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集聚趋势不断增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 尽

管这些研究基于地理学角度对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演化进行了分析，但大多缺乏从时空交互的视角研

究其空间关系、格局与变迁。 因此，本文应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技术对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动

态演化特征进行深入剖析，能够弥补传统空间分析方法单一维度的测量不足［２９］，进一步揭示旅游业绿色发展

效率局部空间格局的地缘动态。 最后，本文引入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了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对关

键驱动因素的异质性响应。 呙小明等认为城市化水平、绿色交通水平是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促进

因素，而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显示出负面影响［６］；刘雨婧等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探究了省域旅

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产业结构、政府规制、对外开放等因素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

具有较强地域性［７］。 这些研究不仅为本文影响因素的选取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为驱动因素异质性分析的

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因此，本文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不同条件分布

与其关键影响因素的动态响应关系，这是对驱动因素异质性分析的进一步深化，不仅有助于寻求对黄河流域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演化机理更全面科学的解释，同时也能够为今后旅游业绿色行动的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黄河流域旅游业的绿色发展提供指导。 具体来说，本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旅游

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且其演化过程中呈现协同与竞争并存，因此今后黄河流域应树立

“一体化”意识，加强流域各区段、各省市的分工协作，形成多维度、多层面的旅游协同机制［４５］，如旅游污染信

２２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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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追踪与共享机制、旅游技术交流机制以及旅游人才柔性流动机制等，进一步激发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落后

地区的后发优势，形成全局联动互补的旅游业绿色协同发展新格局。 此外，还应统筹考虑不同旅游业绿色发

展效率水平所对应的改善潜力因素。 例如对于低分位效率地区而言，可以通过旅游业与休闲农业、通道物流

产业、文化产业、康养产业等融合发展，加快产业间的要素流动与资源共享，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也
应因地制宜地调整交通网络规划，着力构建旅游地绿色交通体系，充分发挥新能源技术在旅游交通运输中的

作用。 对于高分位地区而言，可以通过拓宽旅游产业链，提高旅游产品附加值等，助推旅游经济规模的有序扩张

与质量提升。 在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前提下，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对外合作机制，合理拓展国际旅游市场。
最后，各地区可以通过“政府＋市场”双轮驱动，推动环境治理的经济、法律或行政约束手段严格落实在旅游企业

管理与建设中，并加大对旅游企业治污减排的补贴力度［３２］，从而充分激发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
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性，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首先，囿于数据所限，本文仅截选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研究

样本进行研究，今后随着相关数据的出版或公布，可进一步更新至疫情后的研究数据，以期得到更为可靠的研

究结论。 其次，对于旅游业碳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有待完善，目前在市域层面上仅易获取旅游交通方面的数据，
今后可参考前沿研究，通过实地调研或旅游卫星账户等渠道补充相关数据，使得旅游业碳排放的测算评价更

为贴合实际。 此外，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产出方面的指标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在旅游社会效益的衡量上，可
通过设计量表、走访调查或借助大数据信息技术等方式获取旅游就业、教育、居民休闲福利等方面数据，以进

一步优化测算评价。 最后，在影响因素分析上，还可引入典范对应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来考察分析地形、
土壤、气候等自然生态条件对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机理。
３．２　 结论

（１）时空分异方面，研究期间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先后经历了震荡上升⁃停滞回落的变化过程，
旅游业整体仍处于“粗放外延⁃绿色集约”的过渡阶段，这意味着旅游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尚未实现完全

脱钩，流域旅游业绿色转型任重道远。 核密度估计结果进一步反映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差异存在动态收敛

的趋势，且不同波峰内部出现了小范围集聚现象；在空间上，随着时间推移流域内部区段差异显现，逐步呈现

出“上游⁃中下游”的递变分异格局。 其空间不均衡性的产生与不同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交通区位、产业基础等

密切相关，这为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效率格局重塑提供了一定的方向性指导。
（２）动态演进特征方面，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的跃迁过程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与时空惯性，且

其空间状态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在局部空间结构与依赖关系方面，黄河下游的局部空间结构较中上游地区

更为稳定，在空间依赖波动上主要呈现以流域中西部为高值区域向四周递减的分布态势；在局部空间格局的

迁移方向上，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协同增长与空间竞争并存的局面。 这些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旅

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演化中的新机遇，表明对于一些高度路径依赖、局部空间竞争加剧的地区而言，有望通过与

周边地区加强技术交流、要素流动、资源共享等，带动区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协同跃迁，但也要注意避免顾

此失彼，导致空间竞争进一步扩大。
（３）驱动因素方面，各因素在不同分位数上的作用效应有所差异。 其中，旅游经济规模、科学技术、城镇

化水平、对外开放是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低分位地区主要的促增因素；对于较高分位地区来说，除了受到科学

技术与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外，产业结构、交通便捷程度的优化对此类地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具有显著

的正向边际效应；环境规制因素在各个分位点上都未能充分发挥约束效应。 这意味着，旅游经济的规模效应、
产业结构的转移效应、科学技术的创新溢出效应、交通便捷的支撑效应、城镇化的集聚效应等共同影响黄河流

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格局演化，研究结果证实了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是多因果相互作用的产物。 这也预示

着，有望通过调控不同分位水平地区的负面 ／不显著因素，驱动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整体提升的可行

性，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格局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３２５　 ２ 期 　 　 　 程占红　 等：黄河流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动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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